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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正处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与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关键时期,信息消费作为重要的新兴消费领

域,对满足多样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提升城市活力、人居品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以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

策为准自然实验,选取相关统计数据与开源大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信息消费赋能城市活力的

影响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1)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能够提高试点城市的活力水平。 这一结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克

服内生性问题、排除异质性处理效应与控制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2)信息消

费试点政策主要从供需两端推动城市活力提升,需求侧提高消费需求效应,供给侧信息产业集聚、创新促进与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是影响城市活力的重要途径。 (3)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城市活力提升效应在行政等级更高、地理区

位更具优势、城市规模更大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城市更为明显。 (4)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城市活力的提高具

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加速释放信息消费潜力,促进信息消费扩容提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

　 　 关键词:信息消费　 国家信息消费试点　 城市活力　 开源大数据　 产业集聚　 创新

　 　 中图分类号:F49;F121.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4)11-0067-19

　 　 一、问题提出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 城市是新时期推

动中国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与高品质生活的重要载体,全面提升城市活力,加快城市内涵化发展是深入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重要方向与着力点。 已有研究表明,城市活力是综合评价城

市自身生命机能、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重要依据,表现为城市形态的合理性、功能的多样性以及活动的丰

富性[1] ,反映了城市运行和发展的效率,事关居民福祉、企业发展和城市竞争力。 本文认为在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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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活力城市建设愈加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城市活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城市居住、商业使

用、公共服务的感受以及容纳不同功能的多样化程度以活跃和丰富社会公共活动的特性。 特别是在发展方

式转型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势下,提升城市活力是推进城市功能完善、品质提升与加快建设宜

居韧性智慧化城市的热点与焦点问题。 与此同时,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消费已成为当前增长幅度最

大、辐射范围广泛、创新活跃的消费领域之一。 信息消费凭借成本低、效率高、实时互动分享等优势在增强

家庭消费韧性的同时也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供有利条件。 结合当前中国信息消费在最终消费占比不断

提升的现状,促进信息消费规模增长,实现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对于扩大内需、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与可持

续健康发展势在必行。
消费与城市活力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城市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城市中消费机会增

多和消费质量提升是提高城市活力和发展潜力的重要途径[2] ,如大力推动数字消费、挖掘文化消费潜力、倡

导绿色消费、加快发展夜间经济、营造多元品质生活消费场景等[3-4]
 

,然而信息消费试点政策作为扩大内需、

激发市场活力与振兴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对城市活力是否产生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尚未得到学术界的

广泛关注。 信息消费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不仅能够从需求端释放内需潜力,提振消费信心,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现实需求[5] ,而且可以从供给端充分挖掘消费者个性化、高端化的商品和服务需求,从而实现供需两端

精准有效匹配,还能够通过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有力地促进工业、服务业领域的产业转型升级,在稳增长、促
就业、惠民生、激励创新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这些方面正是城市活力的重要体现,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基本前提。 因此,本文系统考察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城市活力效应,为科学推进信息消费试点工作以

及优化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发展、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增强城市竞争力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自信息消费试点设立以来,学者们重点验证了信息消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6] 、产业结构升级[7] 、数实融

合[8]与创业[9]等方面的影响,尚未关注到城市活力效应。 此外,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城市活力的研究成果也较为

丰富,一方面集中于城市活力的测度与评价。 在研究尺度上,宏观研究大多以整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从社会、经
济、文化、功能、环境等相关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对城市活力水平进行评估[10] ,而更多学者基于城市内部微观尺度

刻画人及其活动的空间分布来反映城市活力水平。 在研究区域上,集中于单个发达城市或经济活跃的城市

群[11-12] 。 在研究数据上,早期研究数据因获取受限,其观测范围较窄,样本量偏低,时空精度也较低,可靠性不

足。 随着多源大数据涌现与发展,为多元化、精细化测度城市活力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13-14] 。 另一方面,部

分研究集中于城市活力的影响因素探讨,主要以城市空间形态或建成环境为切入点[15-16] ,重点考察了街道可达

性、土地利用、空间结构等对城市活力的影响,同时也有学者关注城市社会管理政策[17] 、空气污染[18] 、交通可达

性[19]等因素对城市活力的作用,然而信息消费对城市活力的影响尚未得到验证。 鉴于此,本文选取相关统计

数据与开源大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城市活力的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重点关注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城市活力的总体影响效应,这
为全面、准确地评估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同时基于政策效应的研究视角

丰富和拓展了中国情境下城市活力影响因素分析的相关研究。 (2)利用夜间灯光数据与兴趣点(POI)数据

分别衡量白天城市活力指数与夜晚城市活力指数,作为城市活力的替换变量。 一方面,夜间灯光数据与 POI
数据在表征城市活力与居民行为方面具有优势[20] ;另一方面,开源大数据的使用有助于补充基于统计数据

检验所不能得到的结果。 (3)从供需两端深入探析信息消费试点对城市活力的影响机制,并鉴于城市特征

差异及发展水平的复杂性,考察信息消费试点城市活力效应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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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政策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政策背景

为顺应全球数字化与信息消费快速发展态势,应对中国中高端信息产品与服务供给能力偏弱、信息消

费需求尚未完全释放等挑战,《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3〕32 号)于 2013
年出台,提出“推动信息消费持续增长”。 同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首批包括北京等 68 个信息消费试点城

市名单。 在此基础上,于 2014 年公示第二批包括上海等 36 个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名单。 试点政策要求,以科

技创新为支撑,增强信息消费供给能力、挖掘信息消费潜力和改善信息基础设施、引领传统产业转型与加快

信息产业优化升级等为主要目标,鼓励与引导信息消费、数字消费等新消费新模式新业态的有序进行、生产

效率提升和健康可持续发展,持续强化信息消费对城市活力建设、城市发展质量提升的基础性作用。

　 　 (二)研究假设

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可以从供需两端对城市活力水平产生影响,需求侧主要包括消费需求效应,供
给侧主要包括信息产业集聚效应、创新促进效应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效应。

1. 需求侧

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能够通过促进消费需求进而提高城市活力水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扩展消

费者选择行为。 传统消费者选择行为是消费者在预算约束下选择一个效用最大化的消费组合[21] 。 而试点

政策带动企业通过机器学习法深入挖掘消费者行为大数据,预测消费者潜在需求,充分满足消费者定制化

的消费诉求,从而拉动城市消费,激发城市活力。 二是强化网络外部性。 数字经济背景下,网络外部性意味

着消费者效用与信息产品数量成正比,产生需求方规模经济[22] 。 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能够加强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强化物流体系、产业链等经济社会网络形态,提升信息产品用户规模,从而实现信息产品规模扩张,推
动城市信息化与智慧化建设,赋能城市活力。 三是激发长尾效应的有效性。 信息消费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

了小众、个性化产品的有效供给,大幅提高了小众产品交易额,提升了长尾市场的活力[23] ,创造新的消费增

长点,有效促进消费市场需求提升和消费潜力释放,激发城市活力。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信息消费试点政策通过消费需求效应赋能城市活力。
2. 供给侧

(1)信息产业集聚

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能够通过促进信息产业集聚进而提高城市活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共享。
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确立能够有效激励当地政府出台各种优惠政策,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吸引从事

信息与数字技术品牌厂商、代工厂商等入驻,并积极培育和发展本地供应商,从而逐步建立本地电子信息产

业集群。 在此集聚空间内,各企业通过共建共享网络基础设施、信息系统等促进创新要素整合与共享[24] ,吸
引更多企业入驻,进而不断扩大信息消费产业集聚规模。 信息消费产业集聚是助力城市知名度、城市形象提

升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转型,赋能城市活力的加速器。 二是匹配。 试点凭借优惠政策吸引大量

信息产业企业集聚,带来上下游供应链间供求匹配效率的提高[25] 。 不仅能够带动和引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

型,而且可以夯实信息消费产业基础,打造知名信息企业,壮大信息消费产业规模和实力,提高城市吸引力,增
强城市活力。 三是学习。 试点政策有利于加速信息消费产业中各主体间知识、信息、资源、技术的共享、合作与

交流,推动缄默知识的跨区域扩散[26] ,并加快城市技术更新与知识积累,从而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带动更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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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集聚和更高水平的人才集聚,全面激发城市活力,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2)创新促进

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能够通过创新促进提高城市活力。 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信息消费试点政策是一项

“政府创造、市场运作”的制度创新,对城市活力提升效应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产品创新。 信息消费

试点政策鼓励信息产业加大研发投入与科研创新,推动智能电脑、智能电视、数字家庭等智能终端新产品研

发,有效增强智慧化信息产品的供给能力与创新能力[27] ,通过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营造宜居、创新、智慧

的城市环境并提升城市活力品质。 二是技术创新。 试点政策鼓励市场化投融资、鼓励企业设立移动应用开

发创新基金、积极推动云计算服务商业化运营,推动新型显示器件、集成电路、软件等关键技术研发进程,大
力发展信息化产业,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助推城市活力提升。 三是市场创新。 试点政策能通过积极培育与

发展信息消费市场,为消费者提供更丰富、更创新的业态模式、消费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大程度地激发消费

新增量,实现经济稳定健康增长,增强城市活力。 四是资源配置创新。 信息消费试点政策伴随着智慧交通、
智慧社区、智慧医疗等场景孵化与应用,不断推动资源的高效优化配置,有效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改善企

业生产经营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28] ,实现更强外部性的知识溢出。 这不仅可以降低能源消耗,还能减少污

染排放,从而提高城市人居生活品质,促进城市活力提升。 五是组织创新。 试点政策通过利用数字技术优

化和革新传统组织方式和管理模式,进而精准监测和捕捉消费者市场需求,提高企业配置与调度生产要素

效率的能力,长期可缓解城市产品要素配置不合理的供给结构性矛盾[29] ,从而构建集约化、低能耗、高效率

的城市要素高效配置体系,促进城市产业布局与发展模式更趋合理有序,推动城市增长动力由投资驱动为

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化,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与宜居性,焕发城市活力。
(3)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信息消费试点能够通过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增强城市活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智能化的

信息基础设施为城市精细化服务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不仅能够运用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数字技术为

城市的医疗、教育、交通等各项公共服务赋能,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交通等新场景建设以更好地满足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且使人们享受数字科技所带来的生活便利、文化多元、个性解放等福祉。 其次,基于

理性经济人假定,高层次人才也注重对生活、工作、社交等层面的更高追求。 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下的智慧城市

建设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才的更高层次需求,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交通等智慧化服务体系建设将会吸引

高质量人才向试点城市集聚[30] 。 此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势必会提升城市当地数字化与智能化水平,传统的

工作岗位会逐渐被智能化机器承担,进而导致从事常规性工作的中低技能劳动力更容易被机器人替换[31] ,这
促使人力资本提升自身素质向高层次人才资本转变。 最后,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建设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

入主要集中于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方面。 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存在使得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逐年

上升,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32] ,这将推动城市人才资本的稳定增长,增加城市竞争力,激发城市活力。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能够通过信息产业集聚、消费促进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效应赋能城市活力。
3. 空间溢出

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城市活力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知识溢出效应。 试点政策

的示范效应能够吸引邻近城市相互追随、模仿、学习知识与商业模式[33] ,形成“滚雪球”式良性循环,有利于

先进经验和信息技术、数据的跨区域转移、流动和共享,促进新知识交流和空间扩散,优化信息和创新资源

要素的空间配置,进而对邻近城市技术创新能力产生较强的知识溢出效应。 二是产业溢出效应。 邻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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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模仿试点城市实施信息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规划,与试点城市开展深度合作,形成同群效应,促
进信息产业不断创新的同时,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进而有利于加速城市信息化与数字化进

程,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而提升城市活力。 三是经济增长溢出效应。 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

溢出效应会使得试点城市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多重正外部性因素流向邻近城市,促进邻近城市不断发展

壮大信息产业规模与实力,推动其现代化产业体系向高级化与合理化发展,为邻近城市的经济社会注入活

力和可持续发展动力。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邻近城市活力水平的提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将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视为信息消费的代理变量进行外生冲击检验,考虑到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分为两

个批次实施,为探究信息消费政策对城市活力的影响效应,本文构建如下多时点双重差分(DID)基准回归模型:

Vitalityit = α + βIcc_policyit + ∑γX it + vt + μi + εit (1)

其中,i 为城市,t 表示年份, Vitalityit 表示城市活力, Icc_ policy 表示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 X it

一系列为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人口集聚程度、金融效率、财政支出结构、国内旅游需求、交通基础

设施, v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μi 为城市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扰动项。
此外,为检验信息消费试点建设影响城市活力的机制,构建如下模型:

InterVAR it = α + βIcc_policyit + ∑γX it + vt + μi + εit (2)

其中,InterVAR it 为机制变量,分别为消费需求效应、信息产业集聚效应、创新促进效应与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效应变量。 其他变量与模型(1)相同。
 

为检验信息消费试点建设对城市活力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构建如下空间杜宾模型:

Vitalityit = α + ρWVitality + β 1Icc_policyit + β 2WIcc_policyit + ∑η 1X it + ∑η 1WX it + vt + μ i + ε it
 (3)

其中, ρ 为空间自回归系数,W 分别表示城市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与经济距离矩阵, η 1 为由于空间

计量模型误差所引致估计系数的差异。 其他变量与模型(1)相同。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包括经济社会数据、夜间灯光数据与 POI 数据。 经济社会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统计公报、北京福卡斯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PS 数据库以及《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等。 夜间灯光数据来自美国

国防气象卫星计划(DMSP)数据与可见光红外成像辐射仪(VIIRS)数据,将 DMSP 数据进行校正处理,并将

VIIRS 数据进行降噪处理,对两组数据进行敏感度分析,选取最优拟合参数,从而合并出 DMSP2003—2021 年数

据。 POI 数据来源于百度和高德地图导航平台提供的应用程序开发(API)接口获取,通过筛选去重和空间配准

得到餐饮服务、道路附属设施、地名地址、风景名胜、公共设施、交通设施、公司企业等 23 种类型兴趣点。
2.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城市活力(vitality)。 新时代提高城市活力是培育壮大现代化建设新动能的内在要求与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着力点。 城市活力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与人居生活品质,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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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空间形态、物理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教育活力等多元维度,因此,从宏观层面全面理解

城市活力、构建指标体系衡量城市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借鉴冯章献等(2023) [34] 的研究,从经济活力、社会

活力、空间活力、环境活力和文化活力等维度,运用熵值法构建城市活力综合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及权重见表 1。

表 1　 城市活力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系统层 指标层 指标选取说明 单位 指标属性 权重

经济活力

(0. 240
 

7)
第三 产 业 占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GDP)的比重 A1
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性与经济质量 % 正向 0. 003

 

9

地方财政收入 A2 地方政府对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万元 正向 0. 095
 

7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A3 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元 正向 0. 022
 

1

当年实际外资使用额 A4 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 万美元 正向 0. 119
 

0

社会活力 医院床位数 B1 地区医疗系统服务能力与医疗保障水平 张 正向 0. 032
 

9

(0. 195
 

4) 全年公共汽(电)车客运总量 B2 地区交通便利程度与公共交通设施的服务能力 万人次 正向 0. 096
 

0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B3 地区城镇居民劳动生活总体震荡程度 人 反向 0. 000
 

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B4 一定时期居民商品购买力与购买意愿 万元 正向 0. 066
 

0

空间活力 夜间灯光总活力 C1 一个地区的经济繁荣程度,是城市夜间活力的直接表现 正向 0. 033
 

4

(0. 160
 

5) 功能密度 C2 城市各功能设施在空间的密集程度 正向 0. 062
 

7

功能混合度 C3 城市功能的多样性与均衡性 正向 0. 001
 

2

年末实有道路面积 C4 城市的交通可达性与便利性 万平方米 正向 0. 063
 

2

环境活力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D1 城市开发投资的整体程度 万元 正向 0. 085
 

0

(0. 175
 

2) 城市建设用地占市区面积 D2 城市开发水平 % 正向 0. 046
 

4

人均绿地面积 D3 居民生活环境状况 人 / 平方米 正向 0. 040
 

0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D4 城市处理生活污水和环境保护的能力 % 正向 0. 003
 

8

文化活力 每万人公共图书馆藏书 E1 人文环境的舒适度 册 正向 0. 100
 

6

(0. 228
 

2) 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 E2 城市人力资本水平 人 正向 0. 046
 

0

教育从业人数 E3 教育资源的丰裕程度 万人 正向 0. 031
 

5

教育支出占比 E4 地区政府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与重视程度 % 正向 0. 050
 

1

　 　 注:城市活力指标体系中权重为熵值法测算,括号内为系统层权重。

(2)核心解释变量:信息消费试点政策( Icc_policy)。 本文以试点城市虚拟变量(Group)与政策实施时间

虚拟变量(Post)的交互项(Group×Post)来表示。 具体地,在试点城市虚拟变量中,本文将信息消费试点城市

(实验组)Group 赋值为 1,其余非试点城市(对照组)设置为 0。 由于本文的样本为地级市层面,本文删除了

信息消费试点名单中直辖市的城区和区县;在政策实施前后的时间虚拟变量(Post)中,本文将信息消费试点

当年及之后赋值为 1,其余时间设置为 0。 由于第一批试点城市的确定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本文选取

2014 年为基期;第二批试点城市确定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17 日,故选取 2015 年为第二批试点基期。 试点名

单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网站。 鉴于数据可得性,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城市,最终选取 76 个信息消费试

点城市作为本研究的实验组,其余 209 个城市作为对照组。
(3)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lnrGDP),即真实 GDP 对数;人口集聚程度(Poc),即各地区的常住人口数

占地区面积的比与全国人口占全国面积的比值;金融效率(Fin),即年末金融机构贷款额与存款额的比值;
财政支出结构(Gov),即科技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值;国内旅游需求( lnTourism),即各地区国内旅游总人

数取对数衡量;交通基础设施水平(lnv),即人均公路里程数。 小部分缺失数据利用线性插值法补全。 除了

以比重或比值衡量的变量外,其余变量均取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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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城市活力 Vitalty 4
 

275 0. 059
 

4 0. 053
 

1 0. 011
 

9 0. 317
 

0
解释变量 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虚拟变量 Icc_ policy 4

 

275 0. 136
 

4 0. 343
 

2 0 1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lnrGDP 4

 

275 16. 295
 

3 0. 971
 

7 14. 220
 

0 18. 888
 

1
人口集聚程度 Poc 4

 

275 3. 216
 

5 3. 333
 

4 0. 153
 

2 22. 939
 

9
金融效率 Fin 4

 

275 0. 670
 

0 0. 185
 

6 0. 292
 

1 1. 215
 

2
财政支出结构 Gov 4

 

275 0. 015
 

7 0. 014
 

5 0. 001
 

4 0. 078
 

6
国内旅游需求 lnTourism 4

 

275 7. 473
 

0 1. 109
 

2 4. 526
  

1 10. 028
 

0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lnv 4

 

275 0. 003
 

5 0. 002
 

0 0. 000
 

5 0. 011
 

9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无论在何种情形下,信息消费试点政策( Icc_ policy)的回归系数

均显著为正,该结论表明信息消费试点政策是实现城市活力水平提升的重要举措。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Vitality

(1) (2)

Icc_ policy 0. 011
 

8∗∗∗ 0. 010
 

1∗∗∗

(8. 399
 

6) (3. 816
 

0)

lnrGDP 0. 026
 

8∗∗∗ 0. 021
 

0∗∗∗

(34. 170
 

9) (3. 252
 

5)

Poc 0. 003
 

4∗∗∗ 0. 008
 

3∗∗∗

(18. 132
 

0) (4. 166
 

6)

Fin 0. 012
 

2∗∗∗ 0. 005
 

8∗∗

(4. 805
 

3) (2. 314
 

5)

Gov 0. 472
 

9∗∗∗ 0. 316
 

2∗∗∗

(11. 618
 

2) (3. 792
 

6)

lnTourism 0. 004
 

4∗∗∗ -0. 004
 

9∗∗∗

(7. 688
 

0) ( -3. 677
 

2)

lnv -0. 782
 

5∗∗∗ -1. 829
 

5∗∗∗

( -2. 894
 

4) ( -3. 379
 

8)

常数项 -0. 436
 

1∗∗∗ -0. 284
 

9∗∗∗

( -42. 095
 

9) ( -2. 872
 

8)

年份 未控制 控制

城市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
 

275 4
 

275

R2 0. 711
 

8　 　 0. 572
 

5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对应的 t 值;∗∗∗、∗∗

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 后

表同。

　 　 (二)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是能否使用多时点 DID 模型的重要前提。 为进

一步检验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实施前后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城市活力

水平是否具有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本文借鉴贝克等( Beck
 

et
 

al.,

2010) [35]的事件研究法,构建如下模型:
 

Vitalityi,t = α + ∑
k = 7

k = -7
βkIcc_policyi,t0+k + ∑γXit + vt + μi + εit (4)

其中,k 表示政策实施的第 k 年, βk 是本文关注的核心系数,其

反映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实施第 k 年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城市活

力水平的差异情况,其他变量含义与模型(1)相同。 本文将首期当

作基准期(k= -8)。 图 1 展示了事件发生前 7 期和后 7 期的变动趋

势及在 95%水平置信区间下的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当 k < 0 时,

βk 在对应年份均不显著,证明处理组和控制组城市活力水平的变化

趋势在信息消费试点政策推行前无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条件。

同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实施后的第三年开始对城市活力产生正的

处理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试点政策对城市活力的影响滞后三

年。 其原因可能在于: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有效实施依赖于信息技

术支撑与运行保障,而城市信息化的建设是一项投入高、周期长、难

度大的系统工程,因此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赋能城市活力提升具有滞

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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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稳健性检验

1.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

为克服样本选择性偏误难题,使用多时点 PSM-DID 模型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检验。 借鉴白俊红等

(2022) [36]的研究,依次使用截面匹配法和逐期匹配法进行倾向得分匹配。 具体方法为:(1)利用样本期内

设立的 76 个信息消费试点作为实验组,将经济发展水平、人口集聚程度、金融效率、财政支出结构、国内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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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需求、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设定为匹配变量;
(2)使用 1 ∶ 2 卡尺邻近匹配法,对实验组

进行截面匹配和逐期匹配组成新的样本集;
(3) 进行平衡性检验并分析匹配效果;
(4)运用多时点 DID 模型重新估计信息消

费试点对城市活力的影响效应。 两种方法

下多时点 PSM-DID 的回归结果见表 4,结
果显示,Icc_ Policy 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

平下显著为正,即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能够

促进城市活力水平提升,说明基准回归结

论是稳健的。
2. 替换城市活力衡量指标

本文使用城市白天活力指数和夜间活

力指数替代被解释变量进行检验。 首先,

借鉴夏等人(Xia
 

et
 

al.,2020) [37]的研究,以城市活力客体空间及主体人群交互产生的人群活动量作为权重,

对 POI 数据、夜间灯光总量进行对数加权处理,分别得到城市白天活力规模和夜间活力规模指标。 其次,参

考多维和帕夫卡(Dovey
 

&
 

Pafka,2014) [38]的研究,采用城市白天与夜间活力规模密度作为城市活力指数表

征城市活力水平,模型如下:

TBi = NPOI × P i × lnP i,TYi = NYGZL × P i × lnP i (5)
 

ZBi =
TBi

D
,ZYi =

TYi

D
(6)

式(5)中, TBi 和 TYi 分别为 i 城市白天活力规模和夜间活力规模, NPOI 和 NYGZL 分别为城市 POI 数量

和夜间灯光数量,P i 为该城市人口数, P i × lnP i 为 i 城市人口贡献率。 式(6)中, ZBi 和 ZYi 分别为 i 城市白天

活力指数和夜间活力指数。 其中,D 为 i 城市市区面积。 表 4 的结果显示,Icc_ policy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

正,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3. 对叠加政策的考察

在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实施期间,同期政策可能会对城市活力水平产生影响。 本文主要考虑国家智慧城

市试点(Smart_policy)、宽带中国战略(Broadband_ policy)和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试点( Internet_ policy)三

项政策。 具体而言,将这三项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纳入基准回归,以控制同期竞争性政策的影响,再重新估

算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城市活力的影响效应,回归结果见表 4。 结果显示,Icc_policy 的回归系数始终显

著为正,表明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能够提升城市活力,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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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截面 PSM 逐年 PSM
替换被解释

变量(白天

城市活力)

替换被解释

变量(夜晚城市

活力)

排除其他

政策影响 1
排除其他

政策影响 2
排除其他

政策影响 3

Icc_ policy 0. 009
 

7∗∗∗ 0. 007
 

7∗∗∗ 0. 019
 

1∗∗∗ 0. 010
 

1∗∗∗ 0. 010
 

2∗∗∗ 0. 008
 

9∗∗∗ 0. 007
 

0∗∗∗

(3. 673
 

0) (3. 023
 

7) (2. 712
 

3) (3. 520
 

3) (3. 859
 

7) (3. 281
 

0) (2. 932
 

0)

Smart_ policy -0. 001
 

6

( -0. 806
 

0)

Broadband_ policy 0. 003
 

9∗∗

(2. 097
 

2)

Internet_ policy 0. 032
 

3∗∗∗

(4. 803
 

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 / 年份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782
 

5∗∗∗ -3. 194
 

0∗∗∗ 0. 325
 

1∗ -0. 056
 

3 -0. 290
 

4∗∗∗ -0. 280
 

9∗∗∗ -0. 368
 

2∗∗∗

( -2. 894
 

4) ( -3. 312
 

6) (1. 840
 

7) ( -0. 506
 

5) ( -2. 915
 

6) ( -2. 813
 

0) (3. 964
 

2)

样本量 4
 

275 4
 

275 4
 

275 4
 

275 4
 

275 4
 

275 4
 

275

R2 0. 711
 

8　 　 0. 568
 

2　 　 0. 494
 

7　 　 0. 650
 

8　 　 0. 573
 

1　 　 0. 575
 

8　 　 0. 623
 

4　 　

4. 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其他不可观测因素与遗漏变量对识别假设的干扰,本文通过构造信息消费试点伪处理组和伪政

策时间的交互项进行安慰剂检验。 具体而言,由于本文研究的 28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 76 个城市建立信

息消费试点,故每次抽取 76 个城市作为伪处理组,其他 209 个城市作为对照组,同时在 2007—2021 年随机

抽取政策年份作为伪政策时间虚拟变量,两者相乘形成伪政策虚拟变量 Icc_ policyrandom
 

(即 Grouprandom ×

Postrandom), 并通过 500 次随机抽取来进行置换检验;然后,将 500 个 βrandom 的核密度及其 P 值分布呈现在图 2 中。
图 2 显示,随机抽取得到的 βrandom 主要分布于 0 附近,且 P 值大多不显著,而实际政策对城市活力影响的估

计系数为 0. 010
 

1,显著异于安慰剂检验中得到的虚拟对应变量的系数平均值。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信
息消费试点政策能够增强城市活力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5. 考虑多时点 DID 异质性处理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多时点 DID 模型可能因负权重和异质性处理效应问题产生系数估计偏误[39-40] , 故本文采用

twowayfeweights 命令检验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处理效应。 结果显示,所有城市的各年度处理效应均为

正,且异质性处理稳健性指标无限接近 1。 即信息消费试点增强城市活力的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6. 考虑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

为缓解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 1984 年每百人邮局数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

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工具变量。 该变量满足相关性检验假设:信息消费可看作是传统通信技术的接续发

展,历史邮局数在一定程度上为信息化发展奠定了通信基础;同时,通信技术发展至今,邮政业务已逐渐被

取代,几乎无法对城市活力产生直接影响,满足工具变量排他性条件。 同理,本文将 1984 年百人固定电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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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安慰剂检验

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

信息消费的补充工具变量。 此

外,本文选取各个城市到杭州

的球面距离与年份虚拟变量的

交互项作为信息消费的工具变

量。 一方面,因为信息消费覆

盖了以消费互联网为代表的电

子商务,数字支付工具等诸多

数字产品服务,以支付宝为代

表的数字支付工具和以阿里巴

巴为代表的电子商务控股集团

均兴起于杭州,因此该工具变

量满足相关性;另一方面,该工

具变量具有外生性,这是因为

与杭州的距离越近并不意味着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表 5 列示了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 结果可知,无论选取何种工具变量,LM 检验与 F

检验分别拒绝了“工具变量不可识别”和“弱工具变量”的假设,满足外生性和相关性。 同时,信息消费试点

政策虚拟变量与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由此可知,在尽可能缓解内生性问题的

情况下,本文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表 5　 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以 1984 年邮局数为工具变量 以 1984 年固定电话数为工具变量 以杭州距离为工具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IV 0. 616
 

1∗∗∗ 0. 013
 

2∗∗∗ 0. 000
 

7∗∗∗

(7. 094
 

3) (12. 414
 

6) (12. 192
 

7)

Icc_ policy 0. 024
 

1∗∗∗ 0. 013
 

0∗∗∗ 0. 007
 

6∗∗

(3. 006
 

7) (3. 783
 

8) (2. 159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 / 年份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3. 165
 

3∗∗∗ -0. 205
 

8∗∗∗ -1. 762
 

7∗∗∗ -0. 270
 

7 -2. 488
 

2∗∗∗ -0. 302
 

7∗∗∗

(6. 620
 

6) ( -4. 357
 

0) ( -4. 209
 

9) ( -4. 927
 

7) ( -3. 734
 

6) ( -5. 683
 

5)

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50. 329
 

0 154. 107
 

0 148. 567
 

0

Kleibergen-Paap
 

Wald
 

rk
 

LM 59. 825
 

0∗∗∗ 78. 501
 

0∗∗∗ 69. 284
 

0
 ∗∗∗

样本量 4
 

275 4
 

275 4
 

275 4
 

275 4
 

275 4
 

275

R2 0. 798
 

8　 　 0. 953
 

6　 　 0. 870
 

5　 　 0. 955
 

4　 　 0. 712
 

3　 　 0. 95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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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作用机制与拓展性分析

　 　 (一)作用机制分析

1. 需求侧方面

本文参考何凌云和张元梦(2022) [41]的研究,采用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衡量消费需求效应。 表 6 的

结果显示,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系数估计值为 0. 191
 

3,且在 1%水平下通过了检验。 表明

信息消费试点政策有利于增加消费需求。 进一步,表 6 的结果显示,消费需求效应对城市活力影响的估计系

数为 0. 004
 

0,且在 5%水平下通过了检验。 这表明城市消费需求能力越强,越能够激发与释放消费潜力,增
强城市活力。 综上,信息消费试点建设能够通过提升消费需求程度来提升城市活力,假设 H1 得证。

2. 供给侧方面

(1)信息产业集聚效应

本文借鉴魏亚飞和李言(2021) [42]的研究,采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从业人员数占年末总

人数的比重衡量产业集聚效应。 表 6 的结果显示,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回归系数估计值为 0. 001
 

2,且通过

了 1%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表明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确立能够有效激励当地政府出台相应政策扶持促

进信息消费产业集聚。 进一步,表 6 的结果显示,信息产业集聚对城市活力影响的系数估计值为 4. 479
 

4,且
在 1%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表明信息产业集聚能力越强,越能够增强其城市活力。 综上,信息消费试点建设

能够通过信息产业集聚程度来提升城市活力,假设 H2 得证。

表 6　 机制检验:消费需求效应与信息产业集聚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消费需求效应 信息产业集聚效应

lnRetail Vitality Gather Vitality

Icc_ policy 0. 191
 

3∗∗∗ 0. 001
 

2∗∗∗

(5. 336
 

1) (4. 051
 

5)

lnRetail 0. 004
 

0∗∗

(2. 142
 

4)

Gather 4. 479
 

4∗∗∗

(5. 701
 

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 / 年份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 574
 

4∗∗∗ -0. 361
 

2∗∗ 0. 005
 

3 -0. 381
 

9∗∗∗

(6. 104
 

8) ( -2. 480
 

5) (0. 690
 

5) ( -2. 828
 

7)

样本量 4
 

275 4
 

275 4
 

275 4
 

272

R2 0. 654
 

7　 　 0. 519
 

6　 　 0. 231
 

5　 　 0. 606
 

7　 　

(2)创新促进效应

本文参考王儒奇等(2023) [43]的研究,采用城市每万人专利授权数来衡量创新促进效应。 表 7 显示,信
息消费试点政策的回归系数估计值为 3. 713

 

7,且通过了 1%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信息消费试点政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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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增强智能终端企业加快核心技术和产品的研发能力,不断推进市场创新,并且推进企业改变生产模式

和管理模式,进行组织创新,进而推动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进一步,创新促进效应对城市活力影响的系数估

计值为 0. 000
 

7,且在 1%水平下通过了检验。 这表明试点城市创新能力越强,越有助于优化与完善城市功

能,扩大城市经济与社会效益,释放和激发城市活力。 综上,信息消费试点建设能够通过推动创新来提升城

市活力,假设 H2 得证。
(3)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效应

本文沿用李坤望等(2015) [44]的研究,构建电信网络基础和信息服务水平两个指标来衡量信息基础设

施效应。 其中,电信网络基础指标采用地区人均互联网用户和人均移动电话用户的平均数测算,信息服务

水平指标采用人均邮政和电信业务额的对数平均值测算。 在电信网络基础效应方面,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

电信网络基础效应影响的系数估计值为 0. 051
 

0,且在 1%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见表 7),表明信息消费试点建

设有利于企业加大电信网络基础设施投入,不断加速迭代升级和布局网络信息技术,从而有效发挥电信网

络基础效应。 进一步,电信网络基础效应对城市活力效应影响的估计系数为 0. 004
 

2,且在 5%水平下通过

了检验,表明电信网络基础设施功能的完善与效率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激发城市活力。 在信息服

务水平效应方面,表 7 显示,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信息服务水平影响的估计系数为 0. 019
 

2,且在 5%水平下

通过了检验,表明信息消费试点政策鼓励各试点地区培育壮大电子信息产业,支持信息服务创新,大力推动

邮政和电信服务水平发展。 进一步,信息服务水平对城市活力影响的估计系数为 0. 024
 

2,且在 10%水平下

通过了检验。 表明信息服务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推动城市运转更加精确、高效、便捷,极大地提升了城市数据

共享与信息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激发城市活力。 综上,信息消费试点建设能够通过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来提升城市活力,假设 H2 得证。

表 7　 机制检验:创新促进效应和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创新促进效应 电信网络基础效应 信息服务水平效应

Pat Vitality Internet Vitality Information Vitality

Icc_ policy 3. 713
 

7∗∗∗ 0. 051
 

0∗∗∗ 0. 019
 

2∗∗

(3. 466
 

3) (2. 994
 

2) (2. 190
 

3)

Pat 0. 000
 

7∗∗∗

(5. 934
 

4)

Internet 0. 004
 

2∗∗

(2. 231
 

7)

Information 0. 024
 

2∗

(1. 719
 

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 / 年份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46. 592
 

2 -0. 331
 

9∗∗ -1. 722
 

4∗∗∗ -0. 368
 

1∗∗ -0. 751
 

9∗∗ -0. 353
 

7∗∗

( -1. 074
 

5) ( -2. 315
 

1) ( -14. 066
 

6) ( -2. 514
 

2) ( -1. 988
 

7) ( -2. 392
 

9)

样本量 4
 

275 4
 

275 4
 

275 4
 

275 4
 

275 4
 

275

R2 0. 614
 

4　 　 0. 568
 

5　 　 0. 600
 

3　 　 0. 519
 

8　 　 0. 178
 

3　 　 0. 52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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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异质性分析

1. 城市行政等级的异质性

为考察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城市活力的影响在行政等级较高和一般城市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本文构建

城市等级虚拟变量,将城市等级高①的城市赋值为 1,其他城市赋值为 0,并将其与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虚拟变

量的交互项 (Rank × Icc_policy) 加入基准回归模型,城市等级异质性回归结果见表 8。 结果显示,交互项的

回归系数为 0. 029
 

3,并在 1%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表明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赋能城市活力主要体现在行政等

级较高的城市。 可能的解释是:与一般城市相比,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往往在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数字技

术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通过发展信息消费大力提高城市活力更具备有利条件。

2. 城市区位特征异质性

为分析区位异质性,本文以胡焕庸线为界构建区位特征虚拟变量(Hu_line),将胡焕庸线②的西北侧城市

赋值为 1,胡焕庸线通过的城市以及东南侧城市赋值为 0,并将其与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虚拟变量( Icc_ policy)

的交互项(Hu_line×Icc_ policy)加入基准回归中,城市区位特征异质性回归结果见表 8。 结果显示,交互项的

回归系数为-0. 013
 

6,并在 5%水平下通过了检验。 表明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胡焕庸西北侧城市活力效应要

弱于线上及其东南侧。 可能的解释是:相较于胡焕庸线东南侧的城市,西北侧的城市对优质要素集聚能力

与资源配置效率长期处于相对劣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政策效果的区位差异。

3. 城市人口规模异质性

为探究人口规模异质性,本文依据 2014 年《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

号)的标准,构建超大城市规模的虚拟变量(dsize)③,当城市人口规模大于 500 万时,dsize 记为 1,否则记为

0,并将其与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dsize × Icc_policy 纳入基准回归,人口规模异质性的回归结

果如表 8 所示,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 0. 082
 

1,并在 1%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表明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超大规

模城市的活力效应促进作用更强。 可能的解释是:超大规模城市蕴含着巨大的市场空间与消费潜力,信息

消费试点政策建设有助于激发消费需求,充分释放消费潜力,不断增强城市活力。

4.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

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活力水平越高。 本文参考庞瑞芝和郭慧芳(2023) [45] 的研究,以各

城市人均 GDP 均值为界设置经济发展虚拟变量(Deconomic),将人均 GDP 大于全国人均 GDP 均值的样本划

分为高经济发展水平组,赋值为 1,将人均 GDP 小于或等于全国人均 GDP 均值的样本划分为低经济发展水

平组,赋值为 0。 在基准回归中加入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虚拟变量(Deconomic)与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虚拟变量

( Icc_policy)交互项 Deconomic × Icc_policy ,回归结果见表 8。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 0. 238
 

2,并在 1%水平上

通过了检验,表明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产生积极的协同效应。 可能的解释是:城市

经济是保障城市建设和提升城市活力的重要物质基础。 城市经济水平越高的地区往往拥有高度增长的产

业、稳定的就业机会与丰富的创新资源等,这些因素对于城市活力至关重要。

97

①
②

③

城市等级高的城市指省会城市、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
所考察的 285 个地级市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除通辽市和赤峰市外)、西藏自治区所

包含的城市位于胡焕庸线西北侧。
根据《2022 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全国共有超大城市 9 个,分别为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武汉、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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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城市等级 胡焕庸线 人口规模 经济发展

Icc_ policy 0. 004
 

5∗∗ 0. 015
 

4∗∗∗ 0. 006
 

0∗∗∗ 0. 001
 

7∗∗

(2. 172
 

1) (3. 926
 

2) (2. 677
 

1) (2. 161
 

6)

Rank × Icc_ policy 0. 029
 

3∗∗∗

(3. 217
 

7)

Hu_line × Icc_ policy -0. 013
 

6∗∗

( -2. 577
 

2)

dsize × Icc_ policy 0. 082
 

1∗∗∗

(6. 963
 

8)

Deconomic × Icc_ policy 0. 238
 

2∗∗∗

(12. 852
 

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 / 年份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324
 

4∗∗ -0. 338
 

4∗∗ -0. 332
 

0∗∗∗ -0. 417
 

1∗∗∗

( -2. 459
 

8) ( -2. 408
 

5) ( -3. 431
 

6) ( -3. 095
 

9)

样本量 4
 

275 4
 

275 4
 

275 4
 

275

R2 0. 583
 

0　 　 0. 549
 

3　 　 0. 669
 

9　 　 0. 591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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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莫兰指数分布

　 　 (三)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1. 空间自相关以及空间杜宾模型适用性

检验

前文的分析证实了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

城市活力的影响,然而,由于地区之间存在空

间相关性,从而造成估计结果的偏误。 因此,
本文进一步引入空间杜宾模型(SDM)检验信

息消费试点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影响,即
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在实施中的溢出效应。

空间回归的前提是变量存在空间相关

性,本文的莫兰指数检验结果如图 3 所示,可

以看出在邻近矩阵、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 3 种权重矩阵的设定下,莫兰指数(Moran’ s
 

I)检验结果

均大于 0,初步说明城市活力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与空间集聚特征。 为确保 SDM 的适用性,
依次进行似然比(LR)、沃尔德(Wald)检验,表 9 的结果表明该模型是最佳选择。

表 9　 空间杜宾模型适用性检验结果

矩阵类型 检验类型 统计量值 P 值

邻接矩阵(W1) Wald_spatial_lag 19. 29 0. 000
 

0

LR_spatial_lag 103. 27 0.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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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续)

矩阵类型 检验类型 统计量值 P 值

地理距离矩阵(W2) Wald_spatial_error 214. 16 0. 000
 

0

LR_spatial_error 115. 57 0. 000
 

0

Wald_spatial_lag 17. 11 0. 000
 

0

LR_spatial_lag 85. 78 0. 000
 

0

Wald_spatial_error 219. 08 0. 000
 

0

LR_spatial_error 102. 45 0. 000
 

0

经济距离矩阵(W3) Wald_spatial_lag 31. 31 0. 000
 

0

LR_spatial_lag 98. 85 0. 000
 

0

Wald_spatial_error 178. 74 0. 000
 

0

LR_spatial_error 131. 63 0. 000
 

0

2. 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

表 10 报告了邻近矩阵、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三种空间矩阵条件下分别使用空间滞后(SAR)模型和空间

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 结果可见,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估计系数与空间相关性系数 ρ 均显著为正,表明信息

消费试点政策对城市活力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进一步,通过偏微分方法将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与

间接效应。 可以看出,无论是直接效应、间接效应还是总效应,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通

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信息消费试点政策不仅能够提升本地城市活力水平,而且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

应提升邻近城市活力水平。

表 10　 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变量
SAR SDM

邻接矩阵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邻接矩阵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ρ 0. 111
 

2∗∗∗ 0. 440
 

5∗∗∗ 0. 158
 

2∗∗∗ 0. 046
 

1∗∗ 0. 314
 

4∗∗∗ 0. 065
 

4∗∗

(5. 799
 

9) (4. 908
 

8) (6. 762
 

9) (2. 039
 

9) (2. 676
 

5) (2. 474
 

0)

Icc_ policy 0. 010
 

1∗∗∗ 0. 010
 

2∗∗∗ 0. 009
 

5∗∗∗ 0. 010
 

5∗∗∗ 0. 011
 

8∗∗∗ 0. 008
 

4∗∗∗

(13. 936
 

0) (13. 914
 

8) (12. 971
 

8) (14. 403
 

4) (15. 698
 

9) (11. 196
 

3)

W × Icc_ policy 0. 006
 

6∗∗∗ 0. 075
 

5∗∗∗ 0. 009
 

4∗∗∗

(3. 989
 

1) (4. 681
 

3) (5. 130
 

5)

直接效应 0. 010
 

2∗∗∗ 0. 010
 

2∗∗∗ 0. 009
 

6∗∗∗ 0. 010
 

6∗∗∗ 0. 012
 

0∗∗∗ 0. 008
 

5∗∗∗

(13. 891
 

7) (13. 864
 

0) (12. 958
 

4) (14. 417
 

9) (15. 694
 

1) (11. 377
 

1)

溢出效应 0. 001
 

2∗∗∗ 0. 008
 

2∗∗∗ 0. 001
 

7∗∗∗ 0. 003
 

7∗∗∗ 0. 121
 

4∗∗∗ 0. 010
 

3∗∗∗

(5. 130
 

8) (2. 688
 

7) (5. 980
 

8) (4. 819
 

7) (3. 869
 

7) (6. 32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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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续)

变量
SAR SDM

邻接矩阵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邻接矩阵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总效应 0. 011
 

2∗∗∗ 0. 018
 

4∗∗∗ 0. 011
 

3∗∗∗ 0. 017
 

5∗∗∗ 0. 133
 

5∗∗∗ 0. 018
 

8∗∗∗

(13. 279
 

3) (5. 546
 

5) (12. 808
 

1) (10. 004
 

2) (4. 219
 

6) (11. 178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 / 年份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Log-Likelihood 13
 

432. 934
 

4 13
 

429. 814
 

1 13
 

441. 614
 

2 13
 

484. 570
 

8 13
 

399. 354
 

4 13
 

491. 040
 

4

R2 0. 540
 

2 0. 566
 

0 0. 564
 

4 0. 576
 

5 0. 478
 

5 0. 445
 

4

　 　 注:括号内为 Z 值。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 2007—2021 年 28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讨国家信息

消费试点对城市活力水平的政策效应与驱动机制。 研究结果显示,信息消费试点能够赋能城市活力,且经

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 消费需求效应、信息产业集聚效应、创新促进效应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效

应是信息消费试点推动城市活力提升的重要影响机制。 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在行政级别高、区位优势好、超

大规模城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提升效应更为明显。 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城市活力的提高存在

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继续推进与完善信息消费试点建设,加强城市活力方面的制度设计与安排。 本文研究表明,作为

一项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策,信息消费试点政策有力地增强了城市活力。 今后

的信息消费试点政策优化中,应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提高优质信息消费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实现供

需两端精准有效匹配,更好地满足个性化、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与活力提升。 空间溢出

效应结论表明,信息消费试点政策促进邻近城市活力。 这提示在未来试点政策的优化过程中更要加强地区

间知识与技术的交流合作,注重邻近地区间资源要素的共建共通共享与产业融合,增强信息产业的竞争能

力,通过信息化激发城市消费潜力与活力。

第二,优化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在助推城市活力提升上的多维渠道。 可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加强有利于移动互联网产业、移动通信产业等信息产业集聚的政策设计,综合运用财政、用地、税收制度

等措施形成良好的产业集聚环境,加大对人才引进、园区建设、产业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推动信息产业

集聚化发展,促进城市信息化水平与活力水平提升。 (2)构建与完善促进信息产品与信息消费内容创新的

制度安排,鼓励企业加大对智能终端产品规模化与高级化的研发、制造,加快新型消费市场培育,不断丰富

消费场景,营造消费氛围,提升城市消费活力。 (3)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完善鼓励消费与就业的优惠政策,提

升消费能力与消费水平,有效扩大消费需求,激发城市活力。 (4)加快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创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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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流动与配置的效率,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发城市创新活力。

第三,通过对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细化与再规划,倡导建设具有多元化与差异化的国家信息消费

试点。 本文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不同城市在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马太效应。

因此,在今后的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建设过程中应避免单一化、趋同化的发展模式。 综合考虑城市发展定位

与特色,加强对不同城市间的统筹协调,因地制宜地制定和落实国家信息消费试点体系,实现更具活力的城

市发展格局。 此外,加大对胡焕庸线的西北侧城市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类资源的有效供给,推动财政、信息、

技术、人才等资源向西北侧倾斜,推进西北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信息技术的普及与应用,推动西北地

区信息产业的发展,从而增强西北地区信息化与智慧化水平,提升城市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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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Empower
 

Urban
 

Vitality?
—Based

 

on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Demand
 

Side
 

and
 

Supply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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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Shihezi
 

832000)

Abstract: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is
 

crucial
 

for
 

enhancing
 

urban
 

vitality
 

and
 

the
 

standard
 

of
 

human
 

settlements.
 

This
 

paper
 

uses
 

the
 

national
 

pilot
 

program
 

for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and
 

urban
 

vitality
 

by
 

combining
 

statistical
 

data
 

and
 

open
 

source
 

big
 

data
 

and
 

employing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odel.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has
 

the
 

potential
 

to
 

enhance
 

pilot
 

cities’
 

vitality.
 

(2)
 

Urban
 

vitality
 

is
 

primarily
 

influenced
 

by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from
 

both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3)
 

Cities
 

with
 

higher
 

administrative
 

levels,
 

better
 

geographic
 

locations,
 

larger
 

scales,
 

and
 

higher
 

levels
 

of
 

economic
 

growth
 

exhibit
 

a
 

greater
 

improvement
 

in
 

urban
 

vitality
 

due
 

to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4)
 

The
 

improvement
 

of
 

nearby
 

cities’
 

vitality
 

is
 

impacted
 

spatially
 

by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are
 

threefold.
 

First,
 

this
 

paper
 

expands
 

and
 

enrich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vitalit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by
 

focusing
 

on
 

the
 

overall
 

impact
 

of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pilot
 

policies
 

on
 

urban
 

vitality.
 

Second,
 

the
 

nighttime
 

light
 

data
 

and
 

point-of-interest
 

(POI)
 

data,
 

as
 

replacement
 

variables
 

of
 

urban
 

vitality,
 

are
 

used
 

to
 

measure
 

the
 

vitality
 

index
 

during
 

the
 

day
 

and
 

at
 

night,
 

respectively.
 

Third,
 

it
 

investigates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urban
 

vitality
 

effect
 

of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pilot
 

cities
 

by
 

thoroughly
 

analyzing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he
 

pilot
 

policy
 

from
 

both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This

 

paper
 

offers
 

implications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it
 

should
 

boost
 

urban
 

vitality
 

through
 

the
 

system
 

design
 

and
 

arrangements.
 

Specifically,
 

it
 

is
 

essential
 

to
 

further
 

expand
 

and
 

enhance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augment
 

the
 

supply
 

of
 

high-quality
 

information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strengthen
 

inter-reg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Second,
 

it
 

should
 

optimize
 

the
 

multi-dimensional
 

pathways
 

of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pilot
 

policies
 

to
 

enhance
 

urban
 

vitality.
 

Specific
 

measures
 

include
 

four
 

aspects:
 

( 1)
 

strengthen
 

the
 

design
 

of
 

policies
 

that
 

facilitate
 

the
 

aggregation
 

of
 

the
 

mobile
 

Internet,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industries;
 

( 2)
 

establish
 

and
 

refin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that
 

foster
 

innovation
 

in
 

information
 

products
 

and
 

content
 

related
 

to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3)
 

enhance
 

income
 

levels
 

f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by
 

improving
 

preferential
 

policies
 

that
 

promote
 

consumption
 

and
 

employment,
 

thereby
 

increasing
 

overall
 

consumption
 

capacity;
 

and
 

( 4)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hird,
 

it
 

sh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e
 

and
 

differentiated
 

national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pilot
 

projects
 

that
 

are
 

adapted
 

to
 

local
 

conditions,
 

while
 

enhancing
 

the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policy
 

resources
 

for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initiatives
 

in
 

cities
 

located
 

on
 

the
 

northwestern
 

side
 

of
 

the
 

Hu
 

Huanyong
 

Line,
 

to
 

elevate
 

the
 

level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ce
 

in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and
 

improve
 

urban
 

vitality.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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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ption;
 

national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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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vitality;
 

open
 

source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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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glomeratio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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